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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激发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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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主动动机模型，本文重点探究包容型领导如何促进员工做出建设性越轨行

为。本文通过对230个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包容型领导能够显著促进员工建

设性越轨行为；包容型领导主要是通过提升员工心理所有权进而激发员工做出建设性越轨行

为；员工传统性对包容型领导效能的发挥产生抑制作用，即员工传统性越低，包容型领导对员

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越强。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形成机理的理论研

究，还为领导如何正确看待并有效激发员工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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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员工越轨行为在工作场所普遍存在，其给组织带来的影响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Yildiz等，2015）。长久以来，学者们对员工越轨行为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破坏性方面，例如消极

怠工、同事间的言语攻击、报复等（Kura等，2016）。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员工的某些越轨行为

也会给组织带来积极影响（Warren，2003），例如，Dahling和Gutworth（2017）认为员工为了促进

组织健康发展而做出违背组织规则的这类越轨行为能够明显提升组织绩效。学者们将这种对

组织有利的越轨行为定义为建设性越轨行为，即员工为了促进组织健康发展而自愿打破组织

规则的行为（Warren，2003）。
员工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不仅需要向现状发起挑战，而且可能导致领导和同事的排斥，并

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风险，因此，领导对员工试错的包容和支持是员工敢于主动从事建设性

越轨行为的基础条件（Shore等，2018）。不同于传统的领导方式，包容型领导鼓励员工大胆提出

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并对员工的试错行为持宽容态度（Carmeli等，2010），这有助于提升员工的

心理安全感，消除员工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的顾虑。研究表明包容型领导对员工的帮助行为

收稿日期：2018-07-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772138）；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4YJC630132）

作者简介：王艳子（1983—），男，山西大学管理与决策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田雅楠（1992—），女，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第 41 卷 第 3 期 外国经济与管理 Vol. 41 No. 3
2019 年 3 月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Mar.  2019

 

5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1卷第3期）



（Randel等，2016）、主动行为（刘泱等，2016）和创新行为（古银华，2016）等角色外行为产生正向

影响，因此建设性越轨行为作为一种角色外行为，应该也会受到包容型领导的影响。Parker等
（2010）提出的主动动机模型认为，领导风格是激发员工从事超越工作职责要求的主动行为的

重要工作情境因素。因此，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探究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两者

间的作用关系机理。

根据主动动机模型，个体需要具备强烈的动机状态才会从事超越工作职责要求的主动行

为（Parker等，2010）。建设性越轨行为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员工若缺乏自愿为组织做出贡献

的动机因素，很难积极从事该类主动行为（Yildiz等，2015）。心理所有权反映了员工对组织的

“占有感”，体现的是员工在组织中的“主人翁”状态（Pierce等，2003）。较高的心理所有权意味着

员工会将个体与组织看作是利益共同体，依据主动动机模型，心理所有权较高的员工有着较强

的内在动机自愿从事有利于组织的工作行为。以往研究表明，心理所有权在领导风格和员工工

作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例如，变革型领导通过提升员工心理所有权对员工建言行为产生积

极作用（周浩和龙立荣，2012）；心理所有权在授权型领导和员工工作偏离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

用（Kim和Beehr，2017）。因此，基于主动动机模型，本文将心理所有权作为中介变量探索包容

型领导影响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内在动机过程。

另外，中国是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三纲五常”强调对规则的遵从。在这样

的文化背景下，员工往往恪守本职工作（Farh等，2007），他们对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存在顾虑，

而这与员工的传统性特征密切相关。主动动机模型认为个体特征差异会强化或削弱工作情境

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影响（Parker等，2010；Wu等，2018）。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员工的

传统性特征也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由于员工传统性在领导影响下属行为的过程中起到缓

冲或激化作用（张亚军等，2015），即传统性程度不同的员工对领导行为的理解和自身行为表现

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基于主动动机模型，本文探讨中国文化情境下员工传统性在包容型领导

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

本文的理论贡献表现在：（1）丰富了包容型领导影响效果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往研究主要

以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工作行为关系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包容型领导对员

工试错行为的支持和帮助有助于促使员工产生较强的“原因动机”冒险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

因此，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构建了包容型领导影响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研究框架，这为包

容型领导影响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2）拓展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研究视角。以

往研究认为员工越轨行为是破坏性的，但是近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组

织的健康发展和创新变革有着重要作用。由于包容型领导契合了鼓励员工从事建设性越轨行

为所需要的领导支持，并且已有研究表明了包容型领导对员工角色外行为的积极作用

（Randel等，2016），因此，包容型领导作为激发因素给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理论研究提供了

新的视角。（3）厘清了包容型领导影响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中介传导过程和边界作用条件。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大多以心理资本（高建丽和孙明贵，2015）和心理

安全感（Hirak等，2012）作为中介变量。本文认为心理所有权强调的是员工对组织的“占有感”，
这种“主人翁”意识会激发员工自愿从事主动行为。因此，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将心理所有

权作为中介变量来揭示它们两者关系的内在动力机制。另外，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

性较高的员工趋向于遵从规则和权威，相对保守、不敢冒险，这会削弱包容型领导影响效能的

有效发挥。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将员工传统性作为调节变量，有利于丰富包容型领导影响

效果的中国情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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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基础与假设推演

（一）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包容”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例如，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的“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才

取次可用”，侧重指宽容大度。西方的“包容”概念主要源于西方社会追求的“民主”和“公正”原
则（朱瑜和钱姝婷，2014）。早期的研究主要将“包容”思想运用于西方教育学领域的学校管理实

践，例如Ryan（2006）认为在学校实施包容型领导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校园氛围、鼓励学生互帮

互助、激发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Nembhard和Edmondson（2006）将“包容”思想引入到组织管

理领域，提出了“包容型领导”的概念，指出包容型领导是一种对员工做出的贡献表示欣赏与认

可的领导方式。Carmeli等（2010）进一步指出包容型领导是一种善于倾听员工意见、关注员工

需求的领导风格，具有开放性、有效性和易接近性等特征，该概念界定获得了较多学者的认可。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是指员工为了增进组织福祉而主动打破组织规则的自愿行为（李红

和刘洪，2014）。虽然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积极影响已经引起企业的重视，但是长期以来，企

业员工早已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任务，而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是员工自发自愿的、偏离

组织相关规范的角色外行为（Vadera等，2013）。因此，如何激励员工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束

缚进而主动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Parker等（2010）提出的主动动机模型认为，员工做出主动行为主要有三种动机路径：（1）
能力动机，即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实施主动行为；（2）原因动机，即个体基于某些原因会自愿实

施主动行为；（3）能量动机，即个体的积极情绪促使他们实施主动行为。员工采取主动行为既可

能是基于单一的动机路径，也可能是同时基于两种或三种动机路径的混合路径（Parker等，

2010）。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属于具有一定风险性的主动行为，该类行为需要员工向现状发起

挑战并且可能导致领导和同事的排斥，同时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风险（Galperin，2012），因
此，员工从事建设性越轨行为需要较强的动机激发要素。包容型领导不同于传统的强调上下级

尊卑关系的领导风格，他们对员工采取“以人为本”的管理策略，给予员工充分的包容与支持

（Echol，2009），促使员工有着较强的“原因动机”冒险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鉴于此，本文基于

主动动机模型探究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激发机理。

首先，根据主动动机模型，员工投入主动行为会经历两个过程，即主动性目标的设置和主

动性目标的实现，这些主动性目标是以未来为导向，具体包括组织变革和自我变革两类目标

（Parker等，2010）。包容型领导的开放性代表着领导者乐于听取员工提出的新想法，并愿意与

员工分享组织未来的发展愿景，这不仅有助于员工厘清组织的发展目标，从而使得员工能够设

置更加清晰的工作目标（Randel等，2018），而且有助于员工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付出对组织是有

用的，员工在为组织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自我价值也会得以实现（Javed等，2018）。包容型领导的

开放性强调了“与他人一起做事”的原则（Javed等，2017），包容型领导在上下级互动过程中不

是居高临下地命令员工，而是采取民主和公正的方式对待下属（Shore等，2018），此时员工受到

鼓励就会表现得更加积极和主动，从而激发出员工较强的从事主动行为的内在动机，促进个人

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实现（Parker等，2010）。可见，包容型领导鼓励员工大胆提出新观点和新想

法并与员工分享愿景的开放性特征不仅有利于员工识别当前组织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机会，还

能帮助员工树立未来导向和变革导向的工作目标（Randel等，2018），并激发员工主动冒险尝试

违背组织现有规则的新方法，做出有利于组织发展的建设性越轨行为（辛迅和苗仁涛，2018）。
其次，根据主动动机模型，领导给予员工支持和帮助有助于提升员工主动行为（Parker等，

2010）。包容型领导的有效性代表着领导者关心员工的感受、善于解决员工困难并提供帮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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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助于增加员工对其行为结果的积极预期。包容型领导能够包容下属的个性化特征和关注

下属的求异需求（刘泱等，2016），当员工的个性化特征和求异需求得到领导的理解和包容时，

意味着员工改善组织利益的行为即使遭遇失败也会得到领导的宽恕，这降低了员工对行为结

果的风险感知和负面预期（Hirak，2012），这些积极感知提供给员工较强的“原因动机”自愿冒

险从事建设性越轨行为。可见，当员工感受到包容型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时，员工从事冒险行为

的心理安全感会提高，此时员工相信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是领导所期待的，进而增加了对建设

性越轨行为“合法性”的感知，降低了从事建设性越轨行为可能导致的心理压力和顾虑

（Bienefeld和Grote，2014）。此外，领导给予员工支持和帮助有助于员工在实施主动行为过程中

克服遇到的各种困难（Parker等，2010）。当员工在遇到困难时，包容型领导能够利用自身积累

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给予员工指导和帮助，引导员工对组织现存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创造

性的探索和实践，给予员工更多的发挥个人创造性才能的空间（Tang等，2015），当员工感知到

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时，员工就会表现出较多的主动行为（Parker等，2010）。由于建设性越轨行

为是个体对组织不合理的规则和政策创新性的改变，该类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和面临着较多

的困难（Bodankin和Tziner，2009），包容型领导给予员工的专业化指导和帮助使得员工对做出

建设性越轨行为抱有良好预期（王雁飞等，2018），此时员工有着较强的“原因动机”冒险从事建

设性越轨行为。

最后，根据主动动机模型，领导与下属之间良好的人际互动过程是激发员工主动行为的重

要因素（Parker等，2010）。包容型领导的易接近性代表着员工在遇到问题时可以随时向领导咨

询，并且能够与领导进行平等对话，这有助于营造一种双向互动交流的氛围，确保员工在遇到

问题时能够及时和领导沟通并获得领导的帮助和支持，即员工在与包容型领导互动过程中可

以获得更多的组织支持（Choi等，2015）。当员工认为包容型领导为自己提供了有利的组织支持

时，员工就会与组织结成一种紧密的关系，并且会为了组织利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产生创

造性想法，从而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以促进组织的健康发展（Javed等，2017）。另外，包容型领

导的这些行为体现了其对员工的尊重和认可，有利于建立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

（Carmeli等，2010），当员工与领导之间形成良好的上下级关系时，员工追求独特性的风险显然

更小（蔡地等，2017），此时员工敢于积极从事建设性越轨行为。

总之，包容型领导通过分享企业愿景可以促使员工设置主动性的工作目标，通过对员工试

错行为的包容提升员工从事主动行为的心理安全感，并通过良好的上下级人际互动给予员工

及时和有效的指导来帮助员工解决困难，最终促进员工主动性目标的实现。可见，包容型领导

的管理风格满足了员工从事主动行为的“原因动机”，有助于激发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据

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

心理所有权是指个体感觉到目标物属于自己的状态，也即个体对目标物产生的占有感

（Pierce等，2003）。具体而言，心理所有权包括自我效能感、归属感、自我认同和责任感四个维度

（Avey等，2009）。自我效能感是指员工对自己能够成功执行任务、顺利达成目标的能力充满信

心；归属感是指员工归属于组织的感觉状态；自我认同是指员工对自己的定位与看法，即员工

对自己的认可程度；责任感是指员工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负责，并且为组织分担压力和对组织

负责。Parker等（2010）的主动动机模型指出，工作情境（如组织因素、领导因素等）通过影响个

体的动机过程进而影响个体的主动行为。由于建设性越轨行为超出了工作职责范围的要求，而

且该行为蕴含着一定的风险（Galperin，2012），因此，主动动机较低的个体不可能积极从事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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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Wu等，2018）。包容型领导的典型特征有助于提升员工对组织的“占有感”，进而降低员工

从事建设性越轨行为的风险感知，提升了员工从事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内在动机。因此，本文基

于主动动机模型，探讨心理所有权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

首先，包容型领导作为一种支持型领导风格，鼓励员工不断尝试新的工作方法，对员工的

努力表示认可并为其提供物质、情感等多方面支持，此时员工对试错行为有着较高的心理安全

感（Javed等，2017）。因此，员工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因为需要承担失败的后果而裹步不前，反

而会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方阳春，2014），员工能力提升的心理需求获得满足后，

就会对组织产生较强的心理所有权（Avey等，2009）。主动动机模型的能力动机路径指出，如果

员工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他们便会积极实施主动行为，例如Hong等（2016）基于能力动机

路径，探究了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授权型领导与员工主动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机理。

Hong等（2016）指出授权型领导通过鼓励员工主动承担责任、指导员工自己解决问题，营造了

主动性氛围进而提升了员工克服困难的能力和信心，促使员工形成较高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

感，基于主动动机模型，员工较高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满足了员工从事主动行为的“能力动

机”。根据能力动机路径，心理所有权较高的员工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挑战性的工作任务，并对

未来抱有乐观的预期，他们会在工作中倾向于表现得更积极。当在工作中发现组织存在问题

时，他们会努力克服在打破组织现状和既定规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Ng和Lucianetti，2016），愿意

为了组织发展提出新颖性和独特性的想法，进而做出利组织的建设性越轨行为（Mustafa等，2016）。
其次，如果领导在与员工互动过程中过分强调上下级尊卑关系，认为自己就是权威，并对

持有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员工进行打压和威胁，就会使得员工承受巨大的压力并产生防备心理，

此时领导想要让员工为组织做出贡献几乎不可能（李育辉等，2016）。包容型领导关心员工个人

的发展，主张领导与员工之间彼此平等、相互尊重，容易与员工形成和谐的上下级关系，为员工

营造了民主和宽松的组织氛围（Choi等，2017）。在这样的组织氛围中工作，员工会把组织看作

满足自身社会情感需要的一个类似于“家”的场所，并对组织产生较高的归属感，员工会认为自

己是组织的一分子、个人与组织是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此时员工容易产生对组织的心理所

有权（Yildiz和Yildiz，2015）。主动动机模型指出，能力动机路径不能解决个体为什么选择和坚

持特定的主动行为，因为个体虽然有能力实施主动行为，但是他们可能缺乏较强的动机意愿，

此时原因动机路径可以较好地解释员工主动行为的形成机理（Parker等，2010）。原因动机路径

认为是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驱使员工实施具有风险性的主动行为，包容型领导能够激发出员

工较高的组织归属感，较高的组织归属感满足了员工自愿从事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原因动机”。
根据原因动机路径，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投入越多，员工对组织的占有感就越强，他们就会有着

较高的内在动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促进组织健康发展（Pan等，2014）。心理所有权较高的

员工表现出较高的组织归属感，当员工的归属感需要在组织中获得满足后，他们便会积极实施

非工作角色所期待的利组织行为（Pan等，2014）。同时，归属感较高的员工认为组织的利益就是

自己的利益（Ghafoor等，2011），这会激发员工自愿做出改善组织利益的角色外行为

（O’driscoll等，2006），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属于此类角色外行为的范畴。

再次，包容型领导鼓励员工深度参与组织决策活动，乐于听取员工意见，员工与领导的双

向沟通使得员工对组织目标与发展方向更为明晰（王雁飞等，2018），而且员工参与决策制定提

供给员工对组织事项实施控制的机会，实现了组织权力在个体层面的共享，这意味着员工对组

织拥有一定的占有感和控制感。员工对组织的占有感和控制感使得员工认为组织属于自我的

一部分，强化了员工的自我认同，进而提升员工对组织的心理所有权（Liu等，2012）。根据原因

动机路径，自我认同较高的员工能够感知到自己对于组织的重要性，愿意主动投入工作并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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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组织的行为（Chung和Moon，2011），Liu等（2010）的研究支持了该观点，他们探究了员工自我

认同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过程。心理所有权较高的员工表现出较高

的自我认同，他们对自己与工作、组织的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并对工作意义有更加深刻的理

解（周浩和龙立荣，2012）。当员工感知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组织的健康发展时，他们会为

了组织利益改善工作方法和程序，并积极实施主动行为（Peng和Pierce，2015）。另外，他们对于

自己在组织中重要性的感知激发出较强的主动性投入到工作中（Randel等，2018），并为了组织

的健康发展而自愿冒险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Yildiz等，2015）。
最后，包容型领导关注员工的成长与发展，认为员工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尽其所能地给

予员工指导和帮助（Choi等，2015）。员工会因包容型领导给予自己的指导和帮助而受益，员工

在受益的同时也会对组织产生较强的责任感，在强烈的组织责任感的影响下，员工对组织的心

理所有权也会随之提升（Dawkins等，2017）。基于原因动机路径，较强的组织责任感是驱使员

工自愿实施利组织的主动行为的重要内在动机因素（Kurtessis等，2017），例如，研究表明责任

感知在组织支持与员工主动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Caesens等，2016）。员工较高的心理所有

权伴随着强烈的组织责任感，员工对组织负责的强烈动机不仅会强化其工作自主性的认知，愿

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出利组织的主动行为，而且他们愿意为了提升组织利益承担风险

和做出自我牺牲行为（Ghafoor等，2011）。当员工发现存在阻碍组织健康发展的不合理规则时，

即使冒着打破现有规则和受到他人排斥的风险，他们也会出于对组织负责的动机，愿意打破不

合理的规则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来完善组织规章制度（Yildiz等，2015），进而提升组织竞争力。

总之，包容型领导通过包容员工试错行为提供给员工提升自我效能感的机会；通过营造上

下级之间彼此平等、相互尊重的组织氛围提升了员工的组织归属感；通过鼓励员工参与决策制

定强化了员工在组织中的自我认同；通过给予员工指导和帮助促使员工产生较强的组织责任

感。当员工在组织中自我效能感、归属感、自我认同和责任感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心理需求获得

满足后，员工便会对组织产生较强的心理所有权。根据主动动机模型，包容型领导激发出员工

较高的心理所有权满足了员工从事主动行为的“能力动机”和“原因动机”，员工会自愿从事具

有风险性但却有利于组织发展的建设性越轨行为。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心理所有权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员工传统性的调节作用

传统性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性格和价值取向，对个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深刻的影

响（张端民，2017）。传统性是个体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既定的等级关系的接受程度（杨国枢

等，2004），在工作场所，遵从权威是传统性的核心内容（Farh等，2007）。尽管员工权力距离也反

映了员工对权威人物的遵从，相较而言，员工传统性是一个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该概念更多地

强调了儒家伦理价值观（Farh等，2007），因此，本文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探究员工传统性的调节

作用。主动动机模型认为个体特征会影响目标实现的过程，个体特征通过对相关的工作情境线

索（组织因素、领导因素等）做出反应来影响员工的主动行为（Parker等，2010）。在中国文化情

境下，员工传统性在工作场所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具有尊卑等级的上下级关系，例如上级对下级

有绝对的领导，下级无条件地服从和信任上级（Lu等，2017）。员工传统性对自身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员工行为特征方面，高传统性员工的行为表现趋于保守（张永军等，2017）。因此，员工传统

性主要是对领导行为的看法和员工行为表现两个方面产生影响。另外，依据Pierce等（2001）的
观点，只有当工作环境提供给员工实施控制的机会时，员工才会感知到他们对组织的心理所有

权。可见，心理所有权是一个与特定组织情境相关的概念，主要是由组织中的外在工作环境因

素所激发的自身对组织的占有感（Dawkins等，2017）；而高传统性员工遵从自身的社会角色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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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Farh等，2007），并不会因为领导对待自己的方式而表现出较高或较低的心理所有权。因此，

本文仅将员工传统性作为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发挥有效作用的情境条件进行研究。

目前，已有学者将主动动机模型应用于个体差异如何强化或削弱工作情境对员工主动行

为的影响研究中（Wu等，2018）。主动动机模型指出，之所以有的个体会决定冒险实施新的工作

方法，而有的个体只关注自己在组织内的职业生涯路径，这与个体所持有的信仰和价值观相关

（Parker等，2010）。在组织情境中，高传统性员工承认自己与领导之间的等级差异，即使领导存

在独裁专制行为，他们也会表现出对领导不公正对待的绝对服从，并且对差强人意的工作环境

有较高的耐受力（Farh等，1997）。可见，高传统性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更多地由与其既定的

社会角色有关的责任和义务所决定（即角色约束），并不会因为领导对待自己的方式不同而产

生差异（Ngo和Li，2015）；而且高传统性员工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外在不良的工作环境，只

能选择接受既定的工作现状（Guan等，2016）。根据主动动机理论可知，高传统性员工不具备做

出建设性越轨行为的“能力动机”和“原因动机”，即使包容型领导展现出开放与支持的领导行

为，他们仍然会遵从自身的社会角色设定，并认为自己在组织中处于“卑”的地位（Zhang等，

2014），不敢做出打破组织规则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当面对工作受到威胁的情境时，高传统性员

工倾向于追求工作安全感，此时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避免工作受损，心理上表

现得比较保守（Wang等，2014）。根据主动动机模型，心理上保守的个体会表现出较低的个人主

动性，缺乏对未来导向结果追求的内在动机，不愿意从事变革行为（Parker等，2010）。员工主动

行为不属于企业正式薪酬奖励系统的一部分（Wu等，2018），观念保守的员工会把做出建设性

越轨行为看作是一种“越矩”行为，超出了自己工作职责的范畴。因此，员工较高的传统性会弱

化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积极影响效果。

相反，低传统性员工是平等主义的提倡者，他们对上下级等级差异的感知并不明显，他们

独立自信、思想开明并乐于追求实现个人价值，没有过多的角色约束压力，对现存的社会秩序

持有怀疑态度并且敢于对工作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提出异议（Liu等，2013；Li等，2017）。根
据主动动机模型，对变革持开放态度的个体有着较少的焦虑，这增加了员工从事主动行为的积

极性（Parker等，2010），因此，低传统性员工的价值观念契合了员工从事建设性越轨行为所要

求的敢于挑战不合理组织规则和制度的个性特征。低传统性员工观念比较开放，喜欢挑战性目

标和进行持续改进，并且会想办法降低风险来积极实施新颖性的想法（Zhao，2014），因此，低

传统性员工敢于打破不合理的组织规则和制度（Ngo和Li，2015），进而表现出较高的建设性越

轨行为。另外，低传统性员工遵循的是“诱因—贡献”平衡的原则（Farh等，2007），他们的工作态

度和行为会受到领导方式的影响，他们与领导之间是一种互惠关系，即“领导如何待我，我便如

何回报领导”（Lu等，2017）。根据主动动机模型可知，低传统性员工具备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

的“能力动机”和“原因动机”，当包容型领导展现出对员工的包容与支持时，低传统性员工相信

自己有能力从事冒险行为，作为对领导的回馈，他们会主动做出有利于组织的建设性越轨行为

（Bodankin和Tziner，2009）。因此，员工较低的传统性会强化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的积极影响效果。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员工传统性负向调节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文构建模型如图1。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文以高科技企业和制造业员工为调查对象，样本数据来源于北京、浙江、上海、广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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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等十多个地区，主要采用现场调研、委托调研、网络渠道等方式进行问卷发放。为防止变量名

称对调查对象产生心理暗示，调查问卷对变量名称进行了隐秘性处理；同时，为了提升问卷质

量，在调研之前向员工确保问卷的不记名和保密性，告知填答者调研结果不会透露给企业任何

相关人员，且仅用于学术研究，减少员工填答问卷的顾虑。总计发放问卷253份，回收有效问卷

230份，回收率为90.909%。男性占46.522%、女性占53.478%；年龄方面，以26~35岁为主（占

48.696%），25岁及以下占21.304%、36~45岁占19.130%、46岁及以上占10.870%；学历方面，本科

以下占17.826%、本科及以上占82.174%；工作年限集中在四年及以上，占67.391%。

（二）研究量表

本文对研究变量的测量采用国外成熟的研究量表，这些量表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也

多次被使用。本文在将这些英文量表翻译成中文版本时，通过团队多次讨论和修改最终形成了

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中文量表。

1. 包容型领导。采用Carmeli等（2010）的量表，共9个题项，包含3个维度：①开放性，如“领
导乐意听取新的观点”；②有效性，如“领导对于员工咨询的专业问题总能给予有效的解答”；
③易接近性，如“在讨论新出现的问题时，我的领导表现得很容易接近”。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04，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45、0.867、0.781，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采用Galperin等（2002）的量表，共16个题项，包含3个维度：①创新

型建设性越轨行为，如“我会寻求创新性方法完成日常工作”；②挑战型建设性越轨行为，如“为
了完成工作，有时我会打破既定规则”；③人际建设性越轨行为，如“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会

违反上司的指示”。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89，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34、0.825、
0.876。

3. 心理所有权。采用Avey等（2009）的量表，共12个题项，包含4个维度：①归属感，如“我觉

得自己属于公司的一分子”；②自我效能，如“我相信我能在公司里完成高绩效目标”；③自我认

同，如“我觉得公司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④责任感，如“为了确保任务完成的准确性，我敢于

质疑公司的命令”。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82，四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759、0.772、
0.776、0.743。

4. 传统性。采用Farh等（1997）的5个题项的单维度量表，如“要避免发生错误，最好的办法

是听从长者的教导”。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22。
5. 控制变量。以往研究表明，员工的性别、年龄、学历以及工作年限会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

为产生影响（Vadera等，2013），因此，本文将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便尽可能降

低它们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Spss17.0软件和Amo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采用Spss17.0软件并

利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并采用Amos1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再次考察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以及检验变量区分效度是否良好。其次，采用

包容型领导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心理所有权

员工传统性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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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最后，采用

Spss17.0软件的Process程序进行Bootstrap分析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稳健性。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区分效度分析

由于问卷均由员工填答完成，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

法并通过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特征根最大的因子方差解释量为24.149%，小于所有因

子总体方差解释量（65.071%）的40%，表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另外，本文运用

Amos17.0对四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见表1），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χ2/df=
1.750，RMSEA=0.057，CFI=0.913，IFI=0.914，TLI=0.904），进一步表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

法偏差。而且，四因子模型的拟合结果表明四个变量之间相互独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显著正相关（r=0.207，p<0.01）；包容型领导

与员工心理所有权显著正相关（r=0.509，p<0.01）；员工心理所有权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显著

正相关（r=0.226，p<0.01）；员工传统性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负相关但不显著（r=–0.108，
p>0.05）。

（三）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Spss17.0软件分析主效应，并且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建议来分析心理所

有权的中介效应。如表3所示，模型3、模型4、模型5均以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将包容型领导引入模型后，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有显著

正向影响（β=0.211，p<0.01），R2由模型3中的0.029增加到模型4中的0.074（ΔR2=0.045，p<0.01），
假设H1得到验证，同时满足了中介作用存在的第一个条件，即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

行为显著相关。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　型 χ2/df RMSEA CFI IFI TLI
四因子：IL、PO、T、CD 1.750 0.057 0.913 0.914 0.904
三因子：IL、T、PO+CD 3.662 0.108 0.674 0.678 0.648
二因子：IL+T、PO+CD 4.596 0.125 0.558 0.562 0.524
单因子：IL+T+PO+CD 5.968 0.147 0.388 0.393 0.342

　　注：IL表示包容型领导，PO表示心理所有权，T表示传统性，CD表示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表 2    相关分析结果

变　量 均　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 性别 1.530 0.500
2. 年龄 2.200 0.897 –0.069
3. 学历 2.010 0.634 0.139* –0.264**

4. 工作年限 2.430 1.236 0.108 0.775** –0.263**

5. 包容型领导 3.678 0.677 0.011 –0.010 0.001 –0.080
6. 心理所有权 3.606 0.641 –0.062 0.099 0.026 0.076 0.509**

7.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2.855 0.726 –0.171** 0.051 0.038 0.064 0.207** 0.226**

8. 员工传统性 3.224 0.839 –0.156* 0.070 –0.130* 0.120 0.001 0.191** –0.108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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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与模型2均以心理所有权为被解释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包容型领导引入

模型后，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心理所有权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526，p<0.001），R2值由模

型1中的0.020增加到模型2中的0.293（ΔR2=0.273，p<0.001），满足中介作用存在的第二个条件，

即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心理所有权显著相关。模型5中，当包容型领导与心理所有权同时引入回

归方程后，R2由模型4中的0.074增加到模型5中的0.092（ΔR2=0.018，p<0.05），员工心理所有权

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60，p<0.05），而包容型领导的回归系数变得不再显著，由0.211（p<0.01）
降为0.127（p>0.05），依据中介作用存在的第三个条件，心理所有权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设

性越轨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

在检验员工传统性的调节作用时，首先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降低多重共线性，然后利

用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构建交互项并进行层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在模型3中，包容型

领导与员工传统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32，p<0.05），即员工传统性负向调节包容型

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积极影响，假设H3得到验证。

本文运用简单斜率分析法作出员工传统性的调节效应图（见图2）。员工传统性较低时，简

单斜率值显著（β=0.318，p<0.05）；员工传统性较高时，简单斜率值不显著（β=0.054，p>0.05），表
明员工传统性在它们两者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假设H3得到进一步验证。员工传统性较高时，简

单斜率不显著的原因在于高传统性员工恪守组织规章制度并遵从权威，他们相对保守、不敢冒

表 3    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　量
心理所有权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别 –0.052 –0.771 –0.052 –0.911 –0.159** –2.366 –0.159** –2.418 –0.151** –2.304
年龄 0.133 1.257 0.071 0.789 0.001 –0.007 –0.025 –0.247 –0.037 –0.359
学历 0.073 1.043 0.086 1.449 0.009 0.132 0.015 0.213 0.001 0.011
工作年限 –0.013 –0.124 0.080 0.891 0.049 0.471 0.087 0.841 0.074 0.721
包容型领导 0.526*** 9.293 0.211** 3.257 0.127 1.677
心理所有权 0.160* 2.099
R2 0.020 0.293 0.029 0.074 0.092
ΔR2 0.273*** 0.045** 0.018*

ΔF 1.135 86.352*** 1.702 10.606** 4.406*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表 4    员工传统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变　量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β t β t β t

性别 –0.159* –2.366 –0.183** –2.764 –0.170* –2.566
年龄 0.001 –0.007 –0.033 –0.324 –0.048 –0.473
学历 0.009 0.132 –0.002 –0.026 –0.006 –0.081
工作年限 0.049 0.471 0.103 1.001 0.125 1.212
包容型领导 0.214** 3.319 0.186** 2.851
员工传统性 –0.139* –2.125 –0.128 –1.959
包容型领导×员工传统性 –0.132* –1.992
R2 0.029 0.092 0.108
ΔR2 0.063** 0.016*

ΔF 1.702 7.644** 3.967*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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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尽管包容型领导给予他们资源支持和对试错行为持宽容的态度，但是他们不会因为领导对

待自己的方式不同而冒险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员工心理所有权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本文采用Preacher和Hayes（2004）提
出的Bootstrap方法，并运用Spss17.0软件中的Process宏程序对员工心理所有权的中介效应再

次进行检验，抽样次数设定为5 000，若检验结果中显示偏差纠正的置信区间没有包含0，则表

明该中介效应显著。检验结果表明（见表5），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0.012，0.181]，不
包含0，表明员工心理所有权的中介效应显著。同时，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0.025，
0.291]，包含0，表明员工心理所有权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2再次得到验证。

类似的，本文采用Bootstrap方法再次检验员工传统性的调节效应的稳健性。员工传统性较

低时，置信区间为[0.022，0.407]，不包含0；员工传统性较高时，置信区间为[–0.236，0.193]，包含

0，表明员工传统性在它们两者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再次验证了假设H3。

五、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1.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以往研究表明包容型领导对员工

角色外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也验证了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等此

类角色外行为的正向激发效应。“80、90后”等新生代员工已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力

量，不同于“60、70后”等年长的员工，他们更需要一个自主性较高的工作环境来施展自己的才

能。支配型和命令型领导给予员工的自由度与宽容度较小，限制了员工才能的自主发挥，而包

容型领导具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度与情感并重等典型特征，并强调对每个员工的尊重

和支持，鼓励员工充分发挥才能，为员工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表 5    心理所有权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

检验类型 系　数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　限 上　限
间接效应 0.089 0.042 0.012 0.181
直接效应 0.133 0.080 –0.025 0.291

3.3

2.8

2.3

低 高

员工低传统性

员工高传统性

包容型领导

员
工
建
设
性
越
轨
行
为

 
图 2    员工传统性的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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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所有权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市场经济

环境下，个体的就业选择机会较多，如何让员工感受到自己是组织的“主人”并且全身心地投入

到工作中成为领导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心理所有权较强的员工认为组织是自我的一种延

伸（郎艺和王辉，2016），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应对挫折与困难以及抗压的能力会增强，并且具有

较强的责任感，他们通过降低消极工作行为和表现出更多的角色外行为来为组织做出贡献。已

有研究表明授权型领导通过提升员工心理所有权来降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Kim和Beehr，
2017）。本文也发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即包容型领导可以通过提升员工心理所有权进而激发

出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

3. 员工传统性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Liu等（2013）
的研究发现，员工传统性对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工作绩效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Liu等
（2013）认为伦理型领导所奉行的管理理念契合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而高传统性员工恰与伦

理型领导在价值观方面相匹配，因此高传统性员工更容易受到伦理型领导的影响进而表现出

较高的工作绩效。然而，本文研究发现员工的高传统性会弱化包容型领导的积极影响作用，是

因为包容型领导鼓励员工试错，并且对员工挑战现状的新颖性和创新性想法表示支持和认可，

而高传统性员工严格遵从组织规则并且在工作中独立做出决策的意愿较小，他们对于试错有

较多的顾虑，因此员工较高的传统性会弱化包容型领导的积极影响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张

亚军等（2015）证实的员工传统性在授权领导与隐性知识共享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的结论相一

致，他们认为高传统性员工遵循既定的角色规范，即使被领导授权，也不愿意做出本职工作以

外的隐性知识共享等此类角色外行为。

（二）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具体表现在：

首先，组织应当重视包容型领导的积极作用效果。包容型领导可以为组织提供一个和谐、

团结、互帮互助的工作氛围，鼓励员工提出自己的想法与意见，给予员工极大的安全感，充分调

动员工积极性，因此，包容型领导是使员工可以免除后顾之忧、敢于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外

在驱动力。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一方面组织可以通过对领导者进行相关培训提升领导的包容

性，使得领导能够民主、公正地对待员工并为他们提供支持，从而满足员工的社会情感需求、提

升员工做出主动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组织应该完善领导选拔制度，在晋升过程中考察候选

者是否具有包容型领导的特质，并且运用激励措施鼓励管理者采取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员工互动。

其次，如果包容型领导是外在驱动力，那么心理所有权则是员工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内

在动因。一方面，组织应当给员工提供一个以信任为基础、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例如，公平的

评价体系），使得员工对组织产生较强的心理所有权，让员工认识到自身与组织是一个不可分

割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员工为了组织利益敢于冒险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另一方面，领导者

需要鼓励员工参与企业决策过程、认真对待员工提出的建议与想法，适当授权给员工，使其感

受到自己是组织的“主人”，促进员工对组织产生较强的心理所有权，从而激发员工积极主动地

做出对组织有利的建设性越轨行为。

最后，领导者需要关注员工的价值观差异。在中国情境下，“明哲保身”、尊卑等级关系根植

于国人的传统思想，员工可能对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有一定的思想负担。领导者需要与员工进

行平等的双向沟通来弱化上下级关系、减小与员工之间的权力距离，并且营造宽容失败的氛围

来鼓励员工敢于冒险创新，以便通过降低员工的传统性来减少员工对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的

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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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尽管研究结论对包容型领导如何激发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

义，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本文的问卷均由员工填答，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配对数据，由员工对包容型领导、心

理所有权和传统性进行评价，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进行评价，以便尽可能降低样本数据

的同源偏差；同时，可以收集多个时间点的纵向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便准确识别出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另外，基于变量之间的嵌套关系，未来可以采用HLM或Mplus软件分析包容型领导

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跨层次影响机理。

其次，包容型领导的概念起源于西方社会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Randel等，2016），但是

中西方文化对“包容”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Tang等（2015）认为中国文化情境下包容型领导的

概念内涵应该包括“包”与“容”两个维度，“包”与国外的概念内涵相似，侧重于对差异和不同的

平等对待；“容”体现了对员工差错的理解和原谅，“容错误”是中国文化赋予“包容型领导”的独

特内涵（唐宁玉和张凯丽，2015）。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中国情境下包容型领导的内涵和

外延，采用深度访谈并且结合扎根理论开发出适用于中国情境的包容型领导量表。

最后，本文基于中国儒家伦理价值观，将反映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变量“员工传统性”作为

调节变量进行分析，但是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西方文化背景下员工主要表现为较强的

现代化（modernity）价值观，未来可以收集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样本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

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适应范围。另外，本文未涉及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效果研究，未来

可以探究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双刃剑”效应。因为尽管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会对员工创新

有促进作用，但是若员工认为试错成本较低而做出过多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则会给组织制度造

成较大冲击从而给组织管理造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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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revious studies on employees’ deviance mainly focus on its disruptive aspects, while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as a kind of extra-role behavior that is beneficial to the organization,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and studies on it are relatively scarce. The proactive motivation model holds
that the leadership style is an important working situational factor to motivate employees to engage in
proactive behavior. Inclusive leadership, as a kind of supportive leadership sty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Based on the proactive motivation model,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ployees’ traditional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 this paper, 253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employees from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fter excluding invalid questionnaires, 230 valid sample data
were obtained. In the samples, 46.5% are male;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range from 26–35 years old;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have been working more than 4 years;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have college
degrees. To examine the distinctiveness of variables,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by using AMOS 17.0. This paper also conducts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test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by using SPSS 17.0. Results show that inclusive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fu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Employees’ traditionality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at is to say, the lower employees’ traditionality is, the stronger the effect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is. There are two primary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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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the findings enrich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influence research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behavior. In previous studies, scholars tend to use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between  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based on the proactive motivation model. Secondly,
the findings exp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This paper takes
inclusive leadership a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can motivate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Meanwhile, the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he  mediating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influencing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In addition, there are several limitations in this study.
Firstly, the use of cross-sectional data implies that cause-effect relations cannot be inferred from the
finding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dopt longitudinal data to fully address the issue of causality. Secondly,
there may be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inclusivenes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so the
connotations and dimensions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ntext should be explored in the
future. Third,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loyees’ constructive behavior, but
does not involve the influencing effects of employees’ constructive behavior. In the future, we can
explore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Key words: inclusive leadership;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radi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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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ut” and “change, constant, simple”. Focusing on its methodology, it forms three organizational
abilities: dynamic transformation ability, coevolution self-drive ability, integrated transformation ability,
which correspond to three types of management thinking: “agility and unboundedness”, “freedom and
openness”,  “connection and 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of  Haier’s  management  practice,  Ruimin
Zhang’s water management philosophy runs through various layers of strategic chang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employee management, business models and mental models. It’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main  logic  for  the  success  of  Haier’s  “Rendanheyi”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is  a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in Western management philosophy at the level of think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Chinese  local
management theory. which helps to enhance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local management researches.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guiding value of improving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era.

Key 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Ruimin Zhang; water management philosophy; native management; 
meta-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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